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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分析中国耕地利用碳源/汇,可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耕地领域的数据参考。以中国30省(市、自治

区)作为研究范围(港、澳、台、西藏数据缺失过多,难以纳入分析),核算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量,根据二者差值

分析净碳效应,刻画其时空演进特征,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与改进的Tapio耦合指数探索净碳效应与农业产值的

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20年间,耕地利用碳排放量均值为2.33×108t,呈先升后降态势,于2015年达到峰值

2.63×108t;碳吸收量则由5.19×108t升至7.86×108t;净碳汇由3.19×108t增至5.40×108t,表明中国耕地利用

系统始终呈现为碳盈余,碳汇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2)就时序特征而言,净碳汇历经波动不定、高速增长、

稳定增长3个阶段。从空间格局来看,净碳汇呈自东向西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3)从数量角度而言,中国耕地

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已由全局失调改善为部分协调;从速率角度而言,二者增速关系在多数年份体现

为经济主导型耦合,省域状态由若干类型并存演进为以经济主导型耦合居多。据此,应加快耕地利用方式

自农资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促进种植业全产业链碳减排,分类分批推进排放大省减源增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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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in-depthanalysisofChina'scroplandusecarbonsource/sinkcanprovidedatareferenceinthe
fieldofcroplandfortherealizationofthe“doublecarbon”goal.TakingmainlandChinaasthestudyarea
whileexcludingHongKong,Macao,Taiwan,andTibetbecauseofdataunavailability,thecarbonemission
andcarbonsequestrationofcroplandusein30provinces(citiesandautonomousregions)ofChinafrom2000
to2019werecalculated.andthenetcarboneffectwasanalyzedaccordingtothedifferencebetweenemissions
andsequestration,thenits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weredescribed.Furthermore,the
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andtheimprovedTapiocouplingindexwereusedtoexploretherelationship
betweennetcarboneffectandagriculturaloutputvalue.Theresultsshowedthat:(1)Inthepast20years,

theaveragecarbonemissionofcroplandusewas2.33×108t,risingfirstandthenfalling,andreachingthe

peakof2.63×108tin2015.Thesequestrationincreasedfrom5.19×108to7.86×108t.Accordingly,thenet
carbonsequestrationrosefrom3.19×108to5.40×108t,indicatingthatthecroplandusesysteminChina
alwaysdisplayedanincreasingcarbonsurplus,andthecarbonsinkeffectincreasedovertime.(2)Intermsof
thetemporalcharacteristics,thenetcarbonsequestrationexperiencedthreestagesfluctuating,highspeed

growthandstablegrowth.Fromtheperspectiveofspatialpattern,thenetcarbonsequestrationexhibited
gradualdeclinefromeasttowest.(3)Intermsofquantit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netcarbonseques-



trationandagriculturaleconomyevolvedfromoverallimbalancetopartialcoordination.Fromtheperspective
ofspeed,thegrowthrelationshipofthetwowasineconomy-leadingcouplinginmostyears,andtheprovin-
cialcouplingstatusofthetwoevolvedfromcoexistenceofseveraltypestotheeconomy-leadingcoupling.
Consequently,it’snecessarytoacceleratethetransformationofcroplandusemodefromagriculturalmateri-
alsdriventotechnologydriven.Besides,weshouldpromotethecarbonemissionreductionofthewhole
industrialchainoftheplantingindustry,andpromotetheemissionreductionandtheincreaseofsourcesin
largeemissionprovincesbycategoriesandbatches.
Keywords:netcarbonsequestrationofcroplanduse;carbonemission;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degree

ofcoupledcoordination;Tapiodecouplingindex

  温室气体减排、应对气候暖化是现阶段世界各国

的重要议题。农地、林地利用作为仅次于工业生产的

第2碳源,碳排放已达到全球人为排放总量的23%[1]。
耕地利用既是重要的碳排放源,又是显著的碳吸收

汇,若作物碳汇在抵消生产排放之外仍有剩余,将对

全局温室气体减排形成正向贡献。区别于其他生产

活动减排目标的单一性,耕地利用的双重碳效应使其

在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过程中扮演着独特角色。相较

于“双碳”目标的时间节点,中国耕地利用碳排放处于

何种阶段? 生产系统内部碳抵消情况如何? 如何提

升其对温室气体减排增汇的贡献? 回答上述问题,要
求对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量进行全面核算,分析

耕地利用系统的碳平衡情况,并探讨其净碳效应与农

业生产的关系变化,为实现“双碳”愿景提供耕地利用

层面的数据参考。
为把握耕地利用碳排放现状,学界采用田间实测、

模型模拟和排放系数等多种方法展开核算研究,排放系

数法因技术简单、便于地区横向对比而被广泛应用于全

国、省域尺度的研究[2],已有学者[3]依托现已较为成熟的

农业碳排放核算清单与系数对耕地利用碳排放进行核

算。相关核算研究可归纳为2类角度:一是关注某类碳

源,例如土壤氧化亚氮[4]、农业废弃物处理[5-6],有利于深

入考察特定环节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减排方向[7];二是

测量多类碳源产生的排放总量[8],可把握耕地利用全过

程的碳效应,这类估算角度更加常见。李波等[9]构建了

包含化肥、农药、农膜、翻耕、灌溉、柴油6项排放因子

的农业碳排放核算清单,逐渐被运用于耕地利用碳排

放研究中[10-11]。周思宇[12]运用生命周期法确定核算

边界,基于土壤管理、役畜管理、燃料燃烧、农用品投

入、秸秆处理5类源头对东北地区耕地利用碳排放进

行核算,清单较早期研究已有显著完善。除了排放属

性之外,耕地土壤及覆被具有固碳功能[13],已有研

究[14]多采用实测与模型2种手段探析土壤碳库变化

过程,由于稳定土壤有机碳的形成时间较长,而农作

物大多为一年生,相关研究较少同时分析农作物碳汇

与土壤碳储量变化,而是将作物的年净生物量所含碳

量视作耕地利用固碳量[15-16],采用单位面积法、质量

平衡发和作物净初级生产力等方法进行测算,其中,
作物净生产力法兼顾便易性和精确性,已被普遍应用

于区域作物碳汇核算研究[17]。
作为生产活动的副产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同样是研究热点。对于环境指标与经济指标的关

系分析,最为常用的方法是脱钩模型。脱钩原指2个

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弱的现象,世界经合

组织(OECD)[18]将其引入到农业政策发展研究中,

Tapio[19]则进一步提出包含强脱钩、弱脱钩等8种类

型的脱钩指数。在耕地利用碳效应研究领域,李
波[20]、田云等[21]运用Tapio环比脱钩指数分别对中

国和湖北省耕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的年际关系

展开分析;吴昊玥等[22]采用Tapio弧弹性脱钩指数

检视2000—2019年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碳排放

与粮食生产的中长期关系,杨果等[17]、陈柔等[23]则

将Tapio环比脱钩指数应用于作物碳汇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年际关系探讨。
综观现有研究,耕地利用碳源/汇核算清单不断

扩充完善,碳排放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已有大量探

索,但尚存改进空间:将碳排放、碳吸收有机衔接的核

算研究相对较少,区域耕地利用系统碳平衡的客观状

态有待揭示,净碳效应和农业生产的互动关系也尚待

检验。在讨论作物碳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时,现
有研究往往选用Tapio脱钩指数分类展开分析。然

而,Tapio脱钩指数旨在验证一定时期内资源环境指

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呈稳定持续的减弱趋势,
适用对象为2个反向指标,而作物碳汇与经济产值为

同向指标,若忽略耦合状态的内在含义而直接沿用

Tapio脱钩指数分类,将导致对应解释较为牵强,也
难以勾勒二者关系的实际特征。同时,脱钩是一个长

期趋势概念,而非短期意义上的随机波动和偏离,然
而较多研究采用环比形式进行年际脱钩指数测算,与
脱钩过程的长期性和趋势性要求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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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在核算2000—2019年中国省域(限于

数据可获取性,港、澳、台、西藏除外)的耕地利用碳排放、
碳吸收量的基础上,基于二者差值判断净碳效应,探索

其时空演进过程,再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耕地利用

净碳汇和农业产值的数量关系变化展开探讨,根据拓

展后的Tapio耦合指数对净碳汇与农业产值的增速

协调程度进行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为:(1)兼顾耕

地利用碳源/汇双重属性,考虑农用物资、稻田甲烷、
土壤排放和秸秆燃烧4类排放源和作物固碳1类吸

收源,判断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效应演进过程及发展趋

势,以完善既有耕地利用净碳汇核算研究。(2)从数

量与速度双重角度出发,考察省域耕地利用净碳汇与

农业产值之间的耦合状态与变化过程,对净碳效应视

角下的耕地利用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研究予以补充。
(3)将弧弹性Tapio脱钩指数拓展为耦合指数,针对

净碳汇与经济产出的变化特征重新定位8种耦合类

型,使其更加契合2个同向指标的长期内在关系,可
推广应用于生态指标与经济指标的长期关系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耕地利用净碳汇核算

耕地利用净碳汇即为碳吸收量与碳排放量之间

的差值,计算公式为:

C=S-E (1)
式中:C 为耕地利用净碳汇量(t);S 和E 分别为碳

吸收量(t)与碳排放量(t)。若C>0,耕地利用系统

呈碳汇效应;若C<0,则为碳源效应;当C=0时,作
物碳吸收量刚好抵消耕地利用过程造成的碳排放,实
现碳平衡。碳排放源主要包含农用物资、稻田甲烷、
土壤氧化亚氮和秸秆燃烧4类,将各类源头的排放量

加总,即为耕地利用碳排放量。碳吸收源主要来自作

物在生命周期中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并固定

CO2所形成的有机碳量。具体核算方式见表1。
表1 耕地利用碳效应来源、核算公式及所需数据说明

类别 测算公式 公式说明 来源

农用物资

碳排放
Ematerial= ∑

I

i=1
∑
M

m=1
Eim= ∑

I

i=1
∑
M

m=1
him·δm (2)

式中:Ematerial为农用物资碳排放量(t);Eim、him 分别为省份i 因子m 的碳排

放量(t)与各类农用物资使用量(t);δm 为因子m 的碳排放系数(kgce/kg)
文献[9]

稻田甲烷

排放
Erice= ∑

I

i=1
Erice,i= ∑

I

i=1
qi·fi (3)

式中:Erice为稻田碳排放总量(t);Erice,i、qi、fi依次为省区i 的稻田碳排放

(t)、水稻种植面积(hm2)和稻田甲烷排放因子(kg/hm2)
文献[24]

土壤氧化

亚氮排放

Esoil=Esd+Esi (4)

Esd=(Nfer+Nstraw)×efsd (5)

Nstraw= ∑
I

i=1
∑
K

k=1
Nstraw,i,k

= ∑
I

i=1
∑
K

k=1

Yik

Hk
-Yik( ) ×rk×Ji×bk

+
Yik

Hk
×rk×gk×bk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6)

Esi=Eatmos+Eleach=(Nfer+Nstraw)×V×
efatmos+(Nfer+Nstraw)×L×efleach

(7)

式中:Esoil为土壤氧化亚氮排放总量(t);Esd为直接排放(t);Esi为间接排放(t)

式中:Nfer为化肥氮输入量(t);Nstraw为秸秆还田氮输入量(t);efsd为直接排

放因子(kgN2O/kg)

式中:Nstraw为秸秆还田氮输入量(t);K 为农作物种类数;Nstraw,i,k、Yik分别

表示省区i作物k 的秸秆还田氮输入量(t)和经济产量(t);Ji为省区i 的秸秆

还田率(%);Hk、gk、bk、rk依次为作物k 的经济系数、根冠比、秸秆含氮量、经

济产品部分的干重比

式中:Eatmos为大气氮沉降氧化亚氮排放(t);V 为 NH3和 NOx挥发率(%);

efatmos为对应排放因子(kgN2O/kg);Eleach为土壤氮淋溶氧化亚氮排放(t);L
为氮淋溶和径流的氮量损失率(%);efleach为对应排放因子(kgN2O/kg)

文献[24]

秸秆燃烧

碳排放

Estraw= ∑
I

i=1
∑
K

k=1
Estraw,i,k

= ∑
I

i=1
∑
K

k=1
Yik×sk×oik×lk×efk( )

(8)

式中:Estraw为秸秆燃烧碳排放量(t);Estraw,i,k、Yik、oik依次为省区i 作物k
的秸秆燃烧碳排放量(t)、经济产量(t)、秸秆露天焚烧比例(%);lk、sk、efk为

作物k 的燃烧效率、草谷比、秸秆露天焚烧排放因子(g/kg)
文献[25]

作物固碳量 S= ∑
I

i=1
∑
K

k=1
Sik= ∑

I

i=1
∑
K

k=1
ckYik(1-r'k)/Hk (9)

式中:S 为作物固碳总量(t);Sik为省区i作物k 的碳吸收量(t);ck为作物k 的

碳吸收率(kgce/kg);r’k为含水系数;K、Yik、Hk的含义与公式(6)中相同
文献[26]

  根据全球增温潜势系数,1kgCH4和N2O产生的

温室效应相当于9.2727,81.2727kg标准碳[27],将统一

按照对应比例进行折算,以便后续比较与分析。

1.2 耦合协调度

参考田云等[28]的研究,耦合协调度可刻画多要

素或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据此,构建耕地利

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耦合度模型,公式为:

W=2 C×A/(C+A) (10)

式中:W 为耦合度;C 表示耕地利用净碳汇量;A 表

示农业产出,采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为消除量纲不

统一的影响,对C 和A 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以

公式(10)为基础,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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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D (11)
式中:H 为耦合协调度;D 为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综

合发展度,D=aC+bA,考虑到生产与生态同等重

要,对a 和b取值均为0.5。H 的取值处于[0,1.0],
若 H 趋近于1.0,则系统间协调度越优,反之越差。
当 H∈[0,0.4)时,系统间关系属于严重失调;H∈
[0.4,0.5)时,属于初级失调;H∈[0.5,0.6)时,属于

初级协调;当 H∈[0.6,0.8)时,属于良好协调;而当

H∈[0.8,1.0]时,属于优秀协调。

1.3 基于Tapio脱钩思想的耦合指数

脱钩指2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弱的现

象,现多被用于反映环境危害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
根据分类不同,包括OECD、Tapio脱钩指数等类型。其

中,Tapio脱钩指数所包含的指数分类最为详尽,可
全面反映变量之间的细微变动状态[19],其公式为:

ε=
δE/E
δA/A=

Ei-E0( )/E0

Ai-A0( )/A0
(12)

式中:ε为环境污染指标的经济增长弹性,即脱钩指

数;δE 为环境污染指标变化量;Ei和E0分别为当期

和基期的环境污染指标变化量;δA 为经济产值变化

量;Ai和A0分别为当期和基期的经济产值。脱钩指

数为一定期间内当前和基期环境污染变化率与经济

产值变化率之比,反映环境污染变化对于经济产值变

化的敏感程度。根据指数取值与经济含义,可划分为

8种脱钩状态(图1)。

图1 反向指标之间的脱钩关系类型划分

Tapio脱钩类型中,强脱钩(第4象限)是最为理

想的状态,即环境指标减少而经济指标增加。由于

Tapio脱钩指数关注2个反向指标的关系,而净碳汇

与农业产值为同向指标,不宜直接照搬Tapio脱钩指

数概念及类型划分标准,因此,本文在原Tapio脱钩

指数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耕地利用净碳汇与经济产值

的耦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ε=
δC/C
δA/A=

Ci-C0( )/C0

Ai-A0( )/A0
(13)

式中:ε为耕地利用净碳汇的农业产值增长弹性,即耦合

指数;δC 表示耕地利用净碳汇变化量;Ci和C0分别为当

期和基期的净碳汇;δA 为农业产值变化量,Ai和A0分

别为当期和基期的产值。耦合指数为一定时期内当前

和基期净碳汇变化率与农业产值变化率之比,反映二者

发展过程的耦合程度,定义耦合状态见图2。

注:经济主导型耦合表示净碳汇增速明显慢于农业产值增速;增
长耦合表示净碳汇增速与农业产值增速较为一致;生态主导

型耦合表示净碳汇增速明显快于农业产值增速;经济衰弱型

退耦表示净碳汇增长而农业产值衰退;经济主导型负耦合表

示净碳汇降速明显慢于农业产值降速;衰退耦合表示净碳汇

与农业产值降速较为一致;生态主导型负耦合表示净碳汇降

速明显快于农业产值降速;生态衰弱型退耦表示农业产值增

长而净碳汇衰退。

图2 同向指标之间的耦合关系类型划分

区别于反向指标,2个同向指标的理想关系为同步

增加,即正向耦合关系。因此,第2、第3、第4象限的状

态劣于第1象限(图2)。不过,尽管第1象限表示净碳

汇和经济产值均在增加,但该象限内的耦合类型之间依

然存在细微差别:生态优先型耦合ε∈[1.2,+∞]和经济

优先型耦合ε∈[0,0.8]均表明生态和经济之间的增速存

在失衡,对比而言,当且仅当ε∈(0.8,1.2),净碳汇增速

与经济产值增速较为一致时为最佳状态,即增长耦合。
1.4 数据来源

研究需要2000—2019年中国30省份(港、澳、
台、西藏地区除外)的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所涉

活动数据、核算系数和狭义农业总产值数据,活动数

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
各省统计年鉴,系数来自前文所列相关文献。基于

2000年不变价格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平减,以剔除通

货膨胀带来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时空特征分析

2.1.1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时序演进过程 基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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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清单对2000—2019年中国耕地利用碳源/汇进行

核算,绘制时序演进图。由图3可知,就总量而言,中
国年均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分别为2.33×108t与

6.61×108t。20年间,碳排放总量由2.00×108t增长至

2.46×108t,碳吸收总量则由5.19×108t增长为7.86×
108t,增幅分别为22.9%和51.3%。碳吸收基数与增

速均高于碳排放,使得净碳汇由2000年的3.19×108t
增至2019年的5.40×108t,年均达4.28×108t。根

据时序特征,可将净碳汇发展历程划分为波动不定

(2000—2003年)、高速增长(2004—2015年)、平稳增

长(2016—2019年)3个阶段,碳汇功能不断凸显,为
“双碳”承诺的兑现形成有益贡献。

图3 2000-2019年中国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与

  净碳汇的时序演进过程

从细分结构来看,各排放源贡献不一,发展趋势

异同并存。20年间,各排放源平均占比从大到小依

次是农用物资(33.7%)、稻田甲烷(26.7%)、秸秆燃

烧(26.6%)、土壤氧化亚氮(13.0%)。就各源头发展

趋势而言,农用物资碳排放整体表现为上升态势,

2000年为6.00×107t,此后不断增长,于2015年达

到峰值9.08×107t,转而开始下降,至2019年降为

8.09×107t,其演变轨迹折射出我国典型的农资投入

驱动型农业增长方式。稻田碳排放发展轨迹波动明

显,从2000年的6.38×107t降至2003年的5.63×
107t,其后转而上升,同样于2015年达到峰值6.43×
107t,继而逐年下降,2019年降至6.17×107t。土壤

排放基数较小但波动剧烈,由基期的2.67×107t平

稳增至2014年的3.32×107t,自2015年起逐年回

落,2019年降为2.92×107t。秸秆燃烧碳排放早期

演进轨迹与稻田甲烷较为相似,2000—2003年呈下

降趋势,自4.95×107t降至4.53×107t,2004年出现

回弹,高速增长至2015年的7.45×107t,此后稳定在

该水平附近。综合而言,除秸秆燃烧碳排放稳定在峰

值之外,其余3类碳源均在2015年达峰后平稳下降。
考虑到国家对绿色生产、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

对农业的低碳约束将日趋严格,可以判断耕地利用碳

排放已于2015年达峰,峰值为2.63×108t。

2.1.2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空间分布格局 基于2000
年、2010年、2019年和2000—2019年均值,根据研究区

域对应年份的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和净碳汇绘制分

布图(图4),以直观展示空间格局。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呈高值点状散乱分布、低值片

状集聚分布的空间格局。就年均净碳汇量而言(图4d),
河南以4.76×107t在所有省份中独占鳌头,其次为山东

(4.27×107t),黑龙江、广西处于3.00×107~4.00×107t,
河北、新疆、吉林、四川、内蒙古5省(自治区)位于2.00×
107~3.00×107t,而安徽、江苏、云南、湖北、辽宁5省则

处于1.00×107~2.00×107t,其余16省份均低于1.00×
107t。随着时间推移,多地耕地利用碳吸收量呈增长态

势,碳排放量呈先增后降趋势,由于碳吸收量增幅大于

碳排放量,导致净碳汇量整体有所增加。2000年(图

4a),仅山东、河南2省的净碳汇量高于3.00×107t,其余

17省均低于3.0×107t。到2010年(图4b),除上海、北
京、福建等个别省份的净碳汇量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地

区增幅不一,尤其是河南、山东,已跃升至4.0×107t以

上。到2019年(图4c),河南、黑龙江、山东3省将最高等

级突破至5.00×107~6.00×107t。总体而言,处于净碳

汇高值区间的省份数量不断增加,绝对水平也有所上

升,表明中国耕地利用系统的碳盈余优势日益凸显。

2.2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协调性分析

2.2.1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耦合协调

度 根据省域净碳汇与经济产值的耦合协调度,按照

分级标准将30省(市、自治区)划分为5种类型,并绘

制2000年、2010年和2019年的对应分布图(图5)。
经过20年演进,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

实现了由全局失调向多数协调的优化,二者关系呈逐渐

改善态势。考察期初(图5a),仅山东、河南2省处于良

好协调阶段,河北、江苏、四川3省为初级协调,黑龙江、
安徽、广东等6地则为初级失调,而其余19个省份处于

严重失调,该时点的特征为全局失调。到考察中期(图

5b),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山东、河南

已自良好协调顺利过渡到优秀协调,河北、黑龙江、江苏

3省成为良好协调类型的新梯队,初级协调覆面扩大至

吉林、湖北等6个省份,初级失调省份同样增加到6个,
而严重失调类型缩减到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地区,这
一时点的特征为部分协调。到考察期末(图5c),优秀协

调等级仍为山东、河南2省,四川、吉林、新疆、安徽、广西

等地加入良好协调行列,初级协调省份依然是6个,江
西、贵州、陕西、甘肃4省则从严重失调改善到初级失

调,仅有10个省份保持严重失调状态。在该时间节

点,失调省份与协调省份呈分庭抗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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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699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4 主要年份中国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与净碳汇的空间分布

图5 主要年份中国省域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业产值的耦合协调度

2.2.2 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Tapio耦

合指数 根据2000—2019年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变

化率与农业产值变化率的演进情况,判断其Tapio耦

合状态(图6)。
研究期间,耦合指数散点多位于第1象限。2003

年,净碳汇负向增长而农业产值正向增长,呈生态衰

弱型退耦;2008年,二者增速较为一致,呈增长耦合

态势;在其余年份,二者关系均体现为经济主导型耦

合。20年来,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高达4.34%,

而净碳汇增速仅为2.80%,农业经济系统整体发展领

先于耕地碳汇系统。从2010年起,散点演进趋势愈

发偏向于横轴,表明农业产值变动率大于净碳汇变动

率,逐渐偏离增长耦合这一最优状态,呈现出典型的

经济主导型耦合特征。
为判断不同阶段各省耕地利用净碳汇量与农业

产值增速的耦合程度,以10年为界,分别对2000—

2009年和2010—2019年的弧弹性 Tapio耦合指数

进行测算,对应象限图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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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0-2019年中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

    总产值的Tapio耦合指数

考察期前段(图7a),关系类型较为多元,以经济

主导型耦合为主,增长耦合与生态主导型耦合次之。
具体而言,湖北、山东等12省属于经济主导型耦合;
黑龙江、新疆、吉林、山西、青海5省属于增长耦合类

型,其中,黑龙江净碳汇与总产值增幅分别为83.3%
和73.0%,在省域间具有显著垂范作用;而天津、安
徽、内蒙古、辽宁和广西属于生态主导型耦合,广西的

净碳汇增幅高达113.6%,在所有省份中遥遥领先;对
比而言,四川、福建、贵州等7省属于生态衰弱型退

耦,农业产值出现一定增长,但净碳汇量却出现下降;
仅上海呈生态主导型负耦合,说明其耕地利用净碳汇

与农业产值均有所下降,且前者降速快于后者,折射

出上海农业生产整体规模不断缩减的发展历程。
考察期后段(图7b),耦合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绝

大多数省份汇聚于第1象限,且以经济主导型耦合居

多。与考察期前半段相比,不再有属于生态主导型耦

合的省份;原本表现为增长耦合的5省中,山西、吉
林、新疆、黑龙江进入经济主导型耦合行列,青海与海

南同属于生态衰弱型退耦;内蒙古、辽宁、广东、湖南、
天津和江苏成为新的增长耦合梯队;上海、北京属于

生态主导型负耦合,这与两市日益凸显的发展定位与

功能导向息息相关。

图7 中国省域耕地利用净碳汇与经济产值的分段Tapio弧弹性耦合指数

3 讨 论
本研究对2000—2019年中国省域(港、澳、台、西

藏地区除外)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进行核算,基
于二者差值判断各省净碳效应、探索其演进情况,采
用耦合协调度与拓展后的Tapio耦合指数判断耕地

利用净碳汇与农业生产的时空协调程度。研究表明,
中国耕地利用系统具有较强碳汇效应,碳汇量总体呈

上升态势,历经波动不定、高速增长、稳定增长3个阶

段,表现为高值点状散乱分布、低值片状集聚分布。
全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由全局失调

优化为部分协调,在多数年份体现为经济主导型耦

合,表明减源增汇与作物增产的关系不断改善。本研

究对现有耕地利用净碳汇核算研究有所完善,对净碳

效应视角下的耕地利用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研究有所

丰富,可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耕地利用领域

的数据参考。
本研究发现,中国耕地利用系统呈碳盈余状态,这

一判断与田云等[25]的结论一致。具体而言,田云等[25]

以1995—2010年中国为研究对象发现,2010年作物碳

汇量为6.68×108t,农业碳排放量为2.91×108t,净
碳汇量为3.77×108t,与本研究对应年份的核算结果

较为接近。2项研究所测碳排放、碳吸收和净碳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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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规模存在区别,是源于核算范畴与研究时期差

异。此外,笔者[26]曾对2000—2018年中国耕地利用

碳排放、碳吸收量进行核算发现,部分省份的净效应

为碳源。究其原因,该研究在核算农用物资碳排放时

涉及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多种农用能源。然而,源于

统计口径差异,农用能源消耗量不仅来自于种植业,
也有部分产生于畜牧业、渔业等,基于能源消耗总量

进行核算将高估耕地利用碳排放,进一步影响后续净

碳效应评判。在优化核算清单后发现,尽管我国耕地

利用过程涉及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源,其仍能凭借自身

强大的作物碳汇系统在短期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中呈

现出显著正外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物在生

长周期中会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CO2,短期碳汇

效益十分显著,对碳循环的长期影响仍显微弱,因其

所形成的有机碳未来将通过作为食物或工业原料被

消费、秸秆处理等途径返还到大气中。由于核算系

数、消耗周期及消耗比例的不确定性,暂时无法对这

部分碳排放量予以核算,但可以预计,若延续过去的

高碳农资驱动型发展方式,不排除耕地利用系统在长

期碳循环中成为碳源的可能性。
就时序演进而言,耕地利用净碳汇表现出鲜明的

阶段式演进规律。第1阶段,耕地利用净碳汇起伏不

定,2002—2003年间还有明显降幅。这一阶段的波

动原因已得到学界公认,即低效益、低水平的生产特

征使得农业发展陷入瓶颈,作物种植规模年际波动剧

烈,农用物资投入积极性低,耕地利用碳排放、碳吸收

量同样波动不定。第2阶段表现为净碳汇高速增长。
自2004年起,我国陆续颁布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有效

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农资投入密度不断提高,作
物种植规模加速扩张,高碳排、高碳汇并存格局日益

凸显,且碳排放于2015年达峰,碳吸收同样出现新高

点。这一阶段,我国农资投入驱动型的粗放式农业发

展特征愈发明显。自2016年起,碳排放逐渐显露下

降趋势,而碳吸收稳居高位水平,二者差值继续扩大,
导致净碳汇继续保持增长,不过增速较前一阶段有所

放缓。总体而言,中国耕地利用系统始终体现为碳盈

余,且碳汇功能不断增强,2019年净碳汇量为5.40×
108t,折合二氧化碳当量为1.98×109t,可抵消全国

当年近1/5的人为排放总量,在全局温室气体减排进

程中表现为较为显著的正外部性。不过,碳吸收量始

终呈上升态势,而耕地利用碳排放同样居高不下,这
一“高碳汇、高碳排”格局是以高强度农资投入的粗放

式生产模式换取高速增长的结果。作物的自然属性

为耕地利用系统赋予了碳汇功能,但所固定的碳又会

通过消耗分解而返还给大气。由此,耕地利用系统内

部碳盈余并不意味可以松懈对碳减排的重视,未来可

结合各地发展阶段与特征,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化肥农

药减量、秸秆资源化利用进程,农资驱动下的“高碳汇、
高碳排”模式应逐渐被技术驱动下的“高碳汇、低碳排”
模式所取代。在关注耕地利用本身碳效应之余,还应继

续将视角扩展至相关产业链,从高效节能农业机械、节
水灌溉设施等低碳装备研发,到生物农药、节约型施肥

等低碳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再到后续农产品收储、转
运、售卖、消费等环节,多领域、多方面着手,加快推进

种植业全产业链温室气体协同减排。
从空间格局来看,河南、黑龙江、山东、四川、河北

等地始终保持高净碳汇量,当地耕地利用规模较大,
作物固碳量本身相对较高,加之其秸秆露天焚烧比例

明显低于其他粮食主产省,生产方式已开始自要素投

入型转向技术驱动型,高碳汇与低碳排的双重特征是

以上地区得以保持高净碳汇的缘由所在。湖南、湖
北、安徽、江西等水稻主产省则表现出高碳排与高碳

汇的特性,其作物生产系统碳汇功能较强,但同时伴

随大量稻田甲烷排放,加之对化肥、农药等高碳农资

的依赖度较大、秸秆露天焚烧比例较高,导致碳排放

量远超其他产粮大省,进而削减净碳汇量。青海、宁
夏等地的耕地利用规模较小,难以在净碳汇量上有突

出表现,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对应作物固碳量下,当地

农药、化肥、农膜等农资的投入强度几乎在所有省份

中处于最低水平,秸秆露天焚烧率同样远低于其他省

份。上海、福建、北京等地的发展重心并非农业,呈碳

排放、碳吸收和净碳汇的“三低”格局。
在碳效应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田云等[28]以

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业碳排放与农业产

值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基
本实现了由整体失调向整体协调的转变,与本文结论

较为一致。杨果等[17]更加关注作物碳汇与农业产值

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强负耦合与

弱耦合之间不断切替,状态较不稳定。这是因为该研

究采用了相邻年份环比形式的Tapio耦合指数,实质

为短期意义上的随机波动和偏离,未能反映一定时期

内作物碳汇与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关系,与耦合过程

的长期性和趋势性要求相悖。单一排放或吸收视角

仅能从特定方面反映出碳效应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
比而言,陈柔等[23]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碳效应双重性,
尝试对低碳生产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展开

探索,但仍未将碳汇、碳排整合为净指标,而是分别对

碳汇和碳排单独讨论。区别于相关研究,本文利用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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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弧弹性Tapio耦合指数对各年耕地利用净碳汇

与总产值进行测度,发现二者关系已由全局失调改善

为部分协调,二者增速关系也已由多种类型并存优化

至以经济主导型耦合状态为主,表明耕地利用的经济

与生态的关系已由整体失衡走向初步平衡,但距实现

整体协调和增长耦合尚存一定差距。据此,应分重

点、分批次推进排放大省抑源促汇,浙江、福建、山西

等省份濒临经济主导型耦合与生态衰退型退耦的交

界边缘,需警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背道相驰的局

面。鼓励辽宁、广东等已率先实现增长耦合的地区继

续优化生产结构、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为其他省份提

供参考样本。对于河南、湖北、黑龙江等农业大省,虽
其排放基数较大,但因其已进入经济主导型耦合行

列,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已初步协调,可通过

优化农资利用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应用,实现其耦合

状态的继续优化。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研究尺度落足

于中国省域,虽可为耕地利用净碳效应的整体判断提

供参考,但仍较为宏观,后续研究可以将尺度精确至

市州层面,结论将更加详尽、建议将更具针对性;另一

方面,为确保核算结果可靠性,基础排放系数主要来

源于我国发改委公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和领域内广泛引用的文献,但相关结果仍存

在不确定性。例如,秸秆燃烧碳核算涉及主要作物的

燃烧效率和露天焚烧比例,由于我国对秸秆焚烧的禁

令日益严格,秸秆焚烧比例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

降,随着技术进步,作物燃烧效率也可能出现变化。
限于数据可得性,对近年秸秆燃烧碳排放量可能存在

高估。随着今后相关核算系数的更新与完善,下一步

可对耕地利用碳源/汇展开更加精确的估算。

4 结 论
(1)中国耕地利用系统始终体现为碳盈余,净碳汇

量由3.19×108t增至5.40×108t,年均高达4.28×108t,
在全局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中表现为较为显著的正外部

性。碳排放由2.00×108t增至2.46×108t,碳吸收量则

由5.19×108t增长为7.86×108t。排放结构中,各排放

源平均占比按照农用物资、稻田甲烷、秸秆燃烧、土壤氧

化亚氮的顺序逐次递减。根据各源头发展趋势,判断耕

地利用碳排放已于2015年达到峰值。
(2)时序演进上,全国耕地利用净碳汇历经波动

不定(2000—2003年)、高速增长(2004—2015年)、平
稳增长(2016—2019年)3个阶段。空间分布上,省
域耕地利用净碳汇呈高值点状散乱分布、低值片状集

聚分布特征。

(3)从数量角度而言,全国耕地利用净碳汇与经

济产出的关系由全局失调优化为部分协调;从速率角

度而言,全国尺度下的净碳汇与经济产出在多数年份

体现为经济主导型耦合,省域尺度下的耦合状态由若

干类型并存演进为以经济主导型耦合居多,表明各省

份的耕地利用减源增汇与作物增产的关系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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